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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

“Guanxi”（即关系，中国人对应于“relationship”

的词语）一直被视为是理解中国式管理（Tsui and

Farh，1997；Farh，Tsui，Xin and Cheng，1998）以及交

易行为（Granovetter， 1985）的关键词语。在一个公司

内部，好的关系可以帮助控制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促

进相互合作（Coleman，1990；Adler and Kwon，2002），

因此，它被视为是一个对组织行为有正面影响的因

子。在公司之外，关系则可以帮助产生信任；由此带

来的被对方所信任可以减少交易成本（Granovetter，

1985），进而顺畅了整个交易过程。另外，关系在一定

程度上也可以为公司的生存和扩张提供一些必要的

资源（Lin，2001；Bian，2002）。然而，关系通常与特权

交易（Privilege exchange）、私下谈判以及非理性经济

行为联系在一起，因此它在中国有时被认为是一个

“坏”词语。为什么中国与西方社会对于关系的感知

存在这么大的差别呢？正是这个悬殊的对比使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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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焦点集中到关系的负面影响（Downside of Guanxi）

中来 （Chen，Chen and Xin，2004；Labianca，Brass and

Gray，1998）。

为什么关系有时在组织行为当中会是一个负面

的影响因素呢？这篇文章论证，结派（Ganging up）现

象标注了关系影响从正面转向负面那一个转折点。

文章中我们首先讨论中国人在建立关系过程中固有

的行为模式——结成派系，就是一群人结成小团体，

并把所有的个人利益与团体（Cliques）的成败联系在

一起。然后，两个变量被提出来作为群体水平分析的

工具用以测量关系的负面影响——非正式权力的集

中度和由“结派”导致碎片化结构。我们发现关系的

黑暗面（Downside）对一般信任（General trust）拥有负

面影响。

二、关系以及一般信任

（一）一般信任

社会学研究中有关宏观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被

探讨最多、检证得最频繁的，就是一般信任问题。这

种形式的信任可以被定义为“对于自然和道德秩序

持久性及实现性的期望”（Expectation of persistence

and fulfillment of the natural and the moral orders）

（Barber， 1983）。一般信任是一个人对不特定关系的

信任，其来源主要有几种，一是因制度带来的信任

（Institution-based trust）。制度往往都附带着正式的惩

罚或社会制裁，所以当事者会权衡欺诈所带来的利

益以及制裁可能带来的成本，理性地选择保持良好

行为，以避免更高的成本。因此在制度约束下的人会

有符合期待的行为。

非正式制度也能带来一般信任，风俗（Folks）、

规范（Norms）以及专业伦理（Professional ethics）使得

一群人产生一定的行为准则，因此受同一规范约束

的交易双方对对方行为可以预期。非正式规范在一

个小群体中往往有很强的强制性力量，因为大家相

互监督，使得不符规范的行为受到舆论指责，这正是

山岸所谈的保证关系（Assurance； Yamagishi and

Yamagishi， 1994）。

人格导向研究探讨的是个人的信任倾向以及可

信赖行为（Trustworthiness）（Butler 1991； Mishra

1996）。心理学者经常定义信任为一种心理状态，即

一个人愿意冒失去利益的不确定性，但期望互动对

方不会利用这种机会而占他/她的便宜的心理状态

（Deutsch 1958；Rousseau，Sitkin，Burt and Camerer

1998； Bromily and Cumming 1995；Andaleeb 1992）。

而不同性格的人会有不同的信任倾向，比如外控性

格的人，乐观的人以及有安全感的人都比较倾向相

信别人（Rotter，1971；Hollon and Gemmill，1977；

Hackman，1987）。另外，生活满意感高的人，或对社

会忠诚感高的人也会倾向相信社会的一般人

（Whitley 1998）。

而可信赖行为（Trustworthiness）的研究刚好相

反，不研究一个人信任别人的倾向，而研究一个人被

别人信任的特质。巴特勒与康垂尔（Butler and Cantrell，

1984）指出可信赖性包括能力（Competence）、正直

（Integrity）、公平一致（Consistency），忠诚（Loyalty）以

及开放透明（Openness）。我们信任一个人是因为对方

展现了这些特质。不因为对向不同而不同，所有人面

对这样的人格特质的人，都会信任他/她，所以也是一

种一般信任。

还有一种一般信任来自于认同，也就是一群具

有相同社经、族群背景的人，因为彼此相似而产生的

信任感。雪柏露等人（1982）以及利瓦伊奇与邦克

（1996）都讨论了认同为基础的信任。不同的社会类

属——性别、年龄、宗教、地域、阶级、地位团体、职业

团体、婚姻状态以及种族——各自有着不同的生活

经历、价值观、社会规范、行为模式以及生活风格，一

个人被归类为某一类属的成员，就自然而然接受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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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属次文化的规范与社会化，产生了相同的“品

味”（Taste，Bourdieu，1984）。相同品味的人自然会相

互吸引而使类属更紧密的结合，所以透过社会化过

程，品味成了社会类属自我再制的机制。紧密结合使

类属成员“觉醒”到类属的存在，并产生认同，进而有

了集体行动以维护社会类属的权利，相同的价值观

与共同生活经验则使得类属成员易于相互了解，“非

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相同类属的人才有较高的

信任感。

（二）特殊信任（Particularistic Trust）和信

任网络（ Trust Networks）

特殊信任（Particularistic Trust）可以定义为从对

偶关系（Dyadic relationships）衍生出来的信任，因此，

它不同于一般信任，后者如上所述往往是基于制度

和规范产生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中国文化是关系

导向的（Relationship-oriented）（Ho，1993），因而，对

偶关系产生的信任相比一般信任更为重要。因此，中

国组织中的合作、分享主要是基于一个紧密的对偶

关系网，而不是一般信任。信任关系的网络密度越

大，组织内成员之间的分享现象就越普遍。当一个组

织内的许多个体与他人都拥有高水平的信任关系

时，那就可以说这个群体的特征是有一个密集的信

任网（Trust network）（Cook，2004）。既然对偶关系对

中国组织来说如此重要，特殊信任占据中国式管理

研究中的焦点位置就理所当然了（Luo，2005）。

个人在对偶关系中的经历大体上应该会推广到

其它人身上。在对偶关系中成功进行信任互动的经

验积累一般也会提高他或她对于他人善意回报的信

心。个人密集的信任关系使得他（她）有通道去获得

关键性的帮助（Critical help），同时减少他（她）工作

环境中的不确定性，这对于推动他（她）形成对非特

定他人的信任倾向是有影响的。当群体中多数成员

都拥有紧密的信任关系时，它提高了整个群体的一

般信任水平。因而，我们得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拥有高密度信任网络的群体其一般信

任程度也呈现高水平。

三、关系的负面影响

（一）派系的形成

派系（Gangs）的概念可以被定义为“由友谊网络

形成的紧密相连的圈子，网络中的资源始终在这个

团体边界之内流传”。在中国社会，在一个组织当中，

如果局内人（Insiders）与局外人（Outsiders）所受待遇

存在甚大差别，则组织内部各圈子倾向于发展出一

个更强的“我群”（We-group）意识，积极地维护群体

利益，比如说努力为本群成员去获取更高的位子，将

关系性资源维持在群体之内，等等。如果一个部门或

项目组只存在一个派系，权力便通常集中于这个派

系的手中。权力集中化的负面影响是相当大的，不只

是非派系成员失去了为群体作出贡献的动机，而且

集中的权力会使横向联系受阻，造成资讯不流通。如

果一个群体中拥有两个派系的话，情况就更糟了，在

这种情形之下，派系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派系中的成员可能会羞于从另一派系当中去咨

询一些建议，为的是维护我群的面子。在这么一种思

维方式下，一个拥有多个派系的组织中，知识分享和

建议咨询一般在派系边界线上就戛然而止了。

因为紧密关系结成派系的负面影响有两个主要

的指标，一个是小群体中非正式权力的集中度，一个

是派系化导致的破碎结构（Fragmented structure）。

1.小群体中非正式权力的集中度

既然一个圈子是被熟人连带紧紧地绑在一起

的，很自然它就成为群体当中的统治性力量，排斥了

局外者的参与。这样，非正式权力就集中于这个小群

体的人手中。基于1950s有关沟通模式和群体行为的

研究（Shaw，1964），Sparrowe等人（2001）认为群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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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与团队表现是负相关的。他们定义，群体中心性

是由各群体成员所掌握关系的数量组成的。高群体

中心性意味着只有极少量群体成员与群体中的大部

分拥有联系，大部分成员与他人相对来说只有很少

的互动关联。这种类型的结构对社会交换来说是一

个壁垒，因为一个中心化的群体使得其成员依赖于

处于中心位置的几个重要人物，而一个权力分散的

网络却使得众群体成员之间相互依赖。

Molm （1994） 曾经指出，互相依赖能够促进合

作，反过来它也促进了相互的信任。但是权力的聚集

减少了互相依赖。于是我们得到另一个假设：

假设二：非正式权力集中程度高的群体将会减

少一般信任。

2.派系化（Ganging-up）带来的破碎结构

派系的形成直接或间接地对群体信任带来毁灭

性影响，是由于派系形成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破碎

结构而导致的。一旦部门或项目团队中的某一部分

成员组成派系，其它成员就可能从这些积极的核心

中被排除出去。在那些基于熟人连带形成的派系里，

成员依据人情交换（Favor exchange）的原则对待彼

此，但是局外人就没法享受这一温暖的款待了。

由于友谊网络的存在，派系的形成限制了机会

的获得，因此群体成员必须建立起一个范围更广的

信任关系，同时把局外人排斥出去。当组织内部若干

派系存在冲突的时候，这些负面影响就更加严重。自

我保护措施和对资源的非理性争夺使得派系成员与

局外者的合作变得更为困难。因此，局外者常常感到

被隔离，不能把他们的劲儿使出来。正如强连带优势

理论所暗示的（Krackhardt，1992；Uzzi，1996），友谊

构成了对偶信任的基础。在中国的组织中，友谊网络

的结构性因素已经被指出对建立特殊信任有影响

（Luo，2005）。友谊式派系的形成从两个途径对相互

信任产生腐蚀。首先，派系中的圈内人倾向于只跟派

系中其它成员进行联系和交换，因此他们关系的范

围很窄，这样就减少了他们建立一般信任的机会。其

次，局外者失去对组织贡献的机会，因缺少通向封闭

派系的途径而经常拥有一种挫折感，以致于他们的

社会关系更少，相互间的信任也变得愈加有限。因

此，拥有多个派系的群体，其“猜疑”的氛围使得群内

部成员更加难于发展出相互信任。因此，在这种情况

下，一般信任被减弱了。

假设三：包含破碎结构的群体将会削弱一般信任。

（二）控制变量

一般地，群体规模、群体任务以及研究开发经验

在群体水平上的信任研究中是经常被提到的。

在所有的群体因素中，虽然，社会人口统计学因

素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 （Tsui and Farh， 1997），然

而，有关变量是否有利于或不利于社会交换过程的

问题始终是有争议的。Pfeffer （1983）认为群体的同

质性能促进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O’Reilly，

Caldwell 和Barnett （1989），遵循同样的推理思路，认

为多样性的缺乏能够正面影响群体的整合。根据这

些观点，社会差异在群体内部的联系上施加了负面

的影响，直接减少了群体内部的一般信任。

综合上面的假设和群体因子，群体一般信任的

理论框架展示如下图所示：

图1  一般信任的解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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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1.数据收集

研究所用的数据都是从具有中国组织背景特点

的台湾和大陆收集而来的。我们向95个群体发放了

1012份问卷。这95个群体是便利抽样（convenient

sampled）而来的，他们分布于11个组织机构当中。大

部分这些组织能够被归类于高科技公司或研究机

构，包括如TSMC、BenQ、一个IBM的台湾代理商和

一个工业技术研究机构。因为我们需要收集整体社

会网（whole-network）数据去计算结构因素的影响，

因此凡是遗失超过20%的数据都自动被剔除掉。最

终，我们从代表876个人的82个群体当中收集了研究

用的有效数据。问卷回收率为86.5%。15个群体中途

被排除出去，因为他们的网络规模对于形成有意义

的社会网结构来说是太小了。最终，剩下67个群体包

含在我们的分析之中。

对于问卷设计，我们将其它研究中现有的一些

问题借鉴了过来，包括Cummings和Bromiley（1996）

对信任存量（Trust inventory）的调查，Krackhardt有关

咨询和信息网络的整体社会网问卷（Krackhardt

1992； Krackhardt and Hanson 1993），Mishra（1996）

对可信赖行为的调查。此外，2002年8月份的时候，我

们在BenQ大陆公司挑选出60名员工来做问卷的前

测。在几轮因子分析之后，我们把问卷精减至包含6

道有关一般信任的问题，8道有关特殊信任和网络结

构的整体社会网的问题（4个信任问题，3个友谊问

题，1个资源交换问题，请看表１）。然后，为了使每个

群体的问卷回收率超过80%，三个助手不是通过电

子邮件，而是直接被派去调查这95个群体。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发现，与群体的主管有社会关系是成功进

行问卷调查的关键所在。因此，有必要在一个群体同

意参加这个研究之前，我们先去同他们建立起社会

关系。

2.变量的测量

（1）信任网络密度

有关信任网络的问题基于Mishra（1996）对于可

信赖行为的四维划分：能力（Competence）、开放

（Open）、关心（Concerned）和可靠（Reliable）（1996）。

后三者我们都采用了原始问项，但却用“总体上，我

觉得我信任他/她”（Overall，I think I trust him/her）来

代替有关能力的问题，因为原始测量能力的问题的

因子载荷实在是太低。这些问题都是以整体社会网

的形式出现的，所得的数据为四种信任网络的分析

提供了一个基础。我们平均计算每个信任问题的网

络密度。最后，我们把四个指标的平均值合成一个指

标，用以衡量信任网络的密度。

（2）一般信任

Cummings 和Bromiley测量信任量的6道7点式

Likert量表的问题被用于分析一般信任的变量。这六个

问题在因子分析的确证上面派上了用场。结果显示，一

般信任合成项的信度高达0.94。于是我们综合平均这

六个一般信任的问题数值，得到一个单独的指标。

（3）非正式权力的集中度

非正式权力的集中度用三个友谊网络群体中心

性（Group indegree centrality）的平均值来测量（请看

表1）。根据 Freeman（1979）的研究，群体中心性衡量

了一般成员的平均权力与权力最大的成员的权力之

间的差别。这个值越大，权力就越集中。因而，我们把

有关群体中心性的三个指标的值平均起来。

（4）派系化带来的破碎结构

我们用群体中被隔离在派系之外的成员数量来

作为破碎结构的指标。因为友谊团体的建立是派系

形成过程的第一步，因此寻找网络之中的团体是识

别被隔离成员的重要步骤。我们设计了两个问题。一

是这三个友谊问项中因子载荷最大的问项，另一个

则代表了资源交换①。被隔离在外的成员的数量是这

① 这一题资源分享的整体网题目是“谁会与你分享知识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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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解释及验证性因素分析

变量 变量内容 负荷量 Goodness of Fit 信度

一般信任 我们部门鼓励大家开放坦白。 0.93***

关于自己日常工作上的决策，我们的意见 0.92***

会被采纳参考

部门主管对于决策的说明，令我感到满意 0.91***

当工作内容有所变动时，我会在事前得到通知 0.89***

我们部门的主管是坦白直言的 0.85***

部门主管会认真地考虑我们的建议 0.81***

信任网络 整体而言，我觉得我信任他/她 0.93***

(计算密度用) 我觉得他/她不会占我的便宜 0.93***

我觉得他/她的行为是稳定可靠的 0.92***

我觉得他/她对我是诚实坦白的 0.91***

友谊网络 请勾选你觉得最熟的同事三位以上 0.84***

(计算群体 你和哪些人聊天时会谈到个人私事？ 0.75***

中心性用) 若在工作上遭遇挫折，你会向他/ 她吐苦水？ 0.53***

Notes: + p<0.1,*p<0.05, **p<0.01, ***p<0.001.

χ2=19.47,
(P< 0.021)
DF=9,
GFI= 0.92,
AGFI= 0.82,
 CFI= 0.97

χ2=5.15,
(P< 0.076)
DF=2, GFI=0.96,
AGFI=0.84, CFI=0.99

χ 2=0
 (P< 0.001)
DF=0, GFI=1.00,
CFI=1.00

0.94

0.94

0.76

样计算而来的，首先是把友谊网络中的弱连带剔除，

只保留强连带。强连带被简单定义为是在友谊问项

上双方相互指认（Granovetter，1973）。我们假设派系

成员与派系内其它成员是拥有强连带的。因此，我们

在这个强连带的友谊网络中找出至少摊有3个节点

的组件（Component；Wasserman and Faust，1994）。 同

理，我们在资源交换网络中也同样找出至少3个节点

的组件。友谊网络和资源交换网络中重叠的部分就

是我们所说的派系。那些不在任何派系之内的节点

被认为是隔离在外的成员。然而，我们认识到一个部

门的规模可能会影响到被隔离成员的数量，也就是

说，更大规模的网络往往会拥有更多的被隔离成员。

因此，为纠正由网络规模带来的偏误，我们把被隔离

成员的数量与网络规模两者之间的比例来当作我们

破碎结构的指标。

（5）控制变量

在这个探索模型当中包含有四个控制变量——

群体类别，年龄差别，任期差别以及受教育程度差

别。有关群体类别，“0”代表的是管理或工程部门，

“1”代表的是研发团队。年龄，任期和受教育水平都

以年份来衡量。

与Allison（1978），Pfeffer和O’reilly（1987）一样，

我们用CV方法，即用在均值上的标准差来计算年

龄、任期和受教育水平的差别。

3.信度和效度

根据Bagozzi和Yi（1988）的研究，合成信度应该

达到0.6以上才能说明这些被合成变量之间的内在

一致性。在本研究中这些合成的测量工具信度全都

在0.76以上。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这些测量构想是具

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的。更多有关信度分析结果的

信息请参见表1。

我们进一步用下面的确证因子分析来论证本研

究中使用的问卷问项的建构效度和收敛效度。如表1

所示，建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和收敛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的结果都是令人满意的。

（四）结果分析

1.相关性分析

信任网络的密度与一般信任是高度相关的，但

是它和年龄差别指标、任期差别指标以及破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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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变量间相关系数 (N=67)

1 2 3 4 5 6 7

1.团体类型

2.年龄差异 -0.39**

3.年资差异 -0.16 0.37**

4.教育差异 0.40** -0.22+ 0.00

5.破碎结构 -0.32** -0                            .04 0.12 0.05

6.非正式权力集中度 0.21+ -0.33** -0.16 -0.09 0.04

7.一般信任 0.24+ -0.08 0.19 -0.22+ -0.39** 0.12

8.信任网络密度 0.58*** -0.39* -0.24* 0.26* -0.34** 0.14 0.34**

Notes: + p<0.1,*p<0.05, **p<0.01, ***p<0.001.

表3  一般信任的回归模型

变量
                                  一般信任

M 1 M 2 M 3

控制变量

   1.团体类型 0.40** 0.24+ 0.12

   2.年龄差异 -0.13 -0.19 -0.13

   3.年资差异 0.30** 0.34** 0.37**

   4.教育差异 -0.41** -0.34** -0.33**

   △R2 0.26** 0.26** 0.26**

关系的负面影响

   1. 破碎结构 -0.34** -0.28*

   2. 非正式权力集中度 0.04 0.04

   △R2 0.10* 0.10*

信任网络密度 0.30*

   △R2 0.05*

   Overall R2 0.26** 0.35*** 0.44***

   N 67 67 67

Notes: + p<0.1,*p<0.05, **p<0.01, ***p<0.00(all t-test are two-tailed)

却都是负相关。研发团队比起管理部门或工程部门

拥有更高密度的信任网络。破碎结构与一般信任是

负相关，但是研发团队却是与一般信任正相关的。

2.回归结果

在一般信任的回归模型中（请参见表3），信任网

络密度在一般信任上的影响是显着的。因此，假设一

得证。

非正式权力的集中化——我们用友谊网络中的

群体中心性来测量——对一般信任产生了一个弱微

的影响。假设二没有被确证。

破碎结构妨碍确实对一般信任有着显着的负面

影响。假设三因此得证。

四、讨论

（一）局限性

这篇文章有诸多局限。首先，本研究缺乏大量的

数据，仅有67个分析单位，不足于保证能够精准地评

估模型参数。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试探性的，从这些

有限的数据中得出这些推论应该更慎重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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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的数据收集不是随机抽选的。因为

收集网络数据不仅需要群体内部所有成员都愿意

配合，而且事先还必须与这个群体有社会交往才

行。本研究中大部分样本都是从中国高科技公司组

织中的工程部门中得来的，它限制了研究推论的范

围。我们的结果可以被当成是中国背景下工程部门

群体的代表性案例，但可能不适合推论到其它功能

团体或其它文化环境中去。然而，这篇文章的一些

结论支持了以前的研究结果，所以我们得到一些一

般化的结论也是可能的，学术发现是一个知识积累

的过程，相信后续的研究将会逐渐明晰什么才会优

化集体行为。

（二）结论

我们研究发现，友谊网络中的团体分析是非常

重要的。不奇怪，我们发现派系和被隔离成员之间的

不信任阻碍了一般信任的发展。这些破坏性影响在

中国文化背景下尤为严重，因为派系之间的政治争

斗是中国官僚机构中长期存在的问题（Luo and Chi，

2002）。另外，中国管理者常常组织他们自己的“亲

信”作为统治群体，为了本派私利，他们经常导致公

司内部派系之间频繁的冲突（Chi，1996；Chi and Lin，

1994）。因此，派系分析对中国组织行为研究是极为

重要的，我相信在中国背景下做信任的研究，派系分

析拥有一席之地。

这篇文章仅仅是对一个需要更进一步探索的领

域的介绍，因此我们不打算在这点上去深挖群体行

为和关系的数据以获致更广泛的结论。整体社会网

分析十分依赖于界限分明从而可以从中收集完整数

据的研究单位，因而我们的数据集不可能设想是一

个随机样本。即使这篇文章中的分析单位是来自于

一个典型的大规模的高科技公司和机构，能否将我

们的结论推广到所有中国公司中去，我们仍心怀疑

虑。不过更确切地说，这个研究可以视为是中国高科

技公司调查的一个代表性案例。但是如果是从不同

功能的或其它产业中调查的群体，这些分析结果很

可能是不同的。因而，在做出一般化的结论之前，有

必要先在不同的产业中去进行更多的数据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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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y does guanxi at times turn out to be a negative factor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henomenon of “ganging up” marks the point at which

this positive force turns in negative. In the empirical testing of 67 separate groups, one

of the downsides of guanxi, fragmented structure caused by ganging-up, indeed produced

negative effects on general trust. However, the other one factor resulted from ganging-up,

informal power concentration, is not evidenced to be harmful for the trust level in a 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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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the organizations like countries or firms face a fast chang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Book of Tao and Teh which was written by Lao Zi two thousand and five

hundred years ago has been found a good guidance to pursuit the long run survival, or stable

and sustained growth. In this book, the Tao is the opportunity for creation and the Teh

means the capability to create. The limited life cycle of Taos and their renewal compose a

non-stopping process of creation for a concretive country or firm. The Book of Tao and Teh

provides a complete theory of sustainable creative advantage covering the fields such as

sustainable creative strategy, creator behavior and sustainable creative organization,

beyond the conventional theories based on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sustainable com-

petitive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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